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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环境修复：中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启示



执行摘要

“以绿换粮计划”

土地退化威胁着发展中国家农村居民的生活。大规模生态系统恢复计划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然而，在它们
的社会经济影响和可转移经验方面，人们对其仍知之甚少。中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官方文件中也称
为“退耕还林工程”），始于1999年，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小农户土地退出提供了丰
富的证据基础。到2020年，该工程已将25个省份的约1400万公顷坡耕地转变为林地或草地，补偿了410万户
农村家庭，中央政府累计投资超过776.2亿美元。工程总面积（包括非耕地恢复面积）达到约3433万公顷。

补偿结构：农民最初获得粮食补贴和用于生活开支的现金支付；自2004年起，粮食补贴被完全用现金
取代。此外还提供了一次性育苗补贴。补贴率因地区而异，反映了农业机会成本的不同。

投资规模与覆盖范围：截至2020年，累计中央政府投资已超过776. 2亿美元，惠及410万户、1580万农
民。

条件性：付款与树木存活挂钩——50%款项预付，剩余款项仅在一年后树木存活率达到70%至85%时支付
。实际上，为考虑当地情况的异质性，存活率目标有所放宽。

本文综合分析了GforG的设计、实施及成果，旨在为小农户土地恢复项目提炼可推广的经验，特别是在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物种选择：第一阶段要求至少80%的已改造土地种植生态（非创收）树木，且农民选择有限。第二阶段
始于2014年，取消了这些限制，赋予农民在物种选择上的完全自主权。

起源与规模：该计划于1999年设立，并在四川、甘肃和陕西进行试点，随后于2002年至2003年间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到2020年，该计划已将约1400万公顷专门退出农业生产的耕地转化为林地或草地，覆盖
了25个省份的2435个县；包括非耕地造林的计划总面积达到约3500万公顷，使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土
地生态系统恢复计划之一。

01 执行摘要

目标：该计划向农民支付费用，使其停止在已注册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并改种树木或草地，目标是
生态敏感地区内坡地及退化耕地，这些土地遭受严重水土流失。

去中心化实施：土地转换目标由中央政府逐级分解到省、县、乡镇和村庄。地方政府承担了主要的录
取、监督和合规责任——这是一个明显去中心化的模式。



 

 

	

	

	

	

	

2.将财政承诺与转型时间表相匹配。家庭建立可行替代生计可能需要比预期的更长时间；支付减少应逐步进
行，并取决于成功经济转型的证据，同时需辅以土地权属安全、非农就业和农村企业发展方面的平行投资，
以维持支付结束后取得的成果。

3.在土地休耕的同时，也应投资于人力资本。技能培训和对非农就业转型的支持对于提高收入和降低再转型
风险至关重要；如果缺乏替代生计途径，仅靠直接支付不足以改善经济成果。

设计与实施。GforG项目通过一个四级治理结构运作，将中央政策承诺与省、县和家庭实施层连接起来。补
偿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实物粮食支付发展到差异化现金补贴。随着项目从各个实施阶段吸取经验教训，
目标瞄准标准、物种要求和农民自主权得到了逐步完善。该项目以相当大的规模启动，采用了灵活的设计，
而不是作为一个精细的试点开始；这种灵活的设计使得能够在不同环境下快速学习，同时容忍早期阶段已知
的实施不完善之处。

经济成果。对于许多参与者而言，补偿支付相对于其放弃的农业收入来说是微薄的，而植树造林带来的直接
收入效应也有限。相反，该计划最显著的经济贡献与间接且可能更可持续的渠道相关：通过退耕边际土地和
缓解流动性约束，它加速了家庭劳动力向非农就业的重新配置。基于一项连续十二年的实地调查，在GforG
实施下的北京—天津防沙治沙项目区，农业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44%，而非农收入占比相应上升，其
中最低收入家庭的收益增幅最大。分配效应总体上是积极的，参与省份的基尼系数显著下降。在乡村发展方
面的配套投资，特别是技能培训、沼气设施和耕地整合，对于维持这一转型至关重要。

5.将治理问责与财政激励相统一。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划分、基于绩效的支付机制应与可验证的成果挂钩而
非投入、以及社区层面的协调结构，对于提高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合规性及成果的公平性至关重要。

政策制定者的关键启示。GforG经验中提炼出五项原则，对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环境下将小农户耕地转
变为林地或灌木林最为相关：

4.从一开始就建立适应性管理机制。实时监测与学习、与研究机构共享透明数据、以及在目标标准、支付结
构和树种要求方面具备修订的灵活性，比优化初始设计更为重要。

1.应从一开始明确项目意图。无论是作为转向其他生计的过渡性桥梁，还是作为收入损失补偿，支付款项都
具有不同的财政和政策影响。GforG 最成功的成果出现在那些支付款项促进了劳动力转型，并且使用简单、
低成本的指标（如坡度）来瞄准土地，以确定机会成本和环境效益的地方。

02 小农户环境修复：中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经验

GforG项目证明，在退化土地上实施大规模植树造林，既能带来生态效益，也能为小农户改善经济效益。然
而，要实现这一双重效益，需要长远眼光，并且依赖于多种条件的结合，包括制度能力、持续的资金投入用
于支付和人力资本建设、动态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互补的农村发展投资。在将此模式应用于其他环境之前，对
these enabling conditions 进行诚实的评估至关重要。



 

1	 为方便参考，本报告其余部分将使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简称“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名称和缩写（GforG）。

1. 简介

生态系统修复可以促进农村收入和环境可持续性。农
村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
资源维持生计，而农业在这些地区提供了基本的就
业和收入机会（Angelsen，2014；Wei 等人，2017
）。这种依赖性在修复目标与生计安全之间造成了
复杂的权衡。了解农户如何响应修复政策，并识别
促进或制约成功实施的因素，对于设计能够实现环
境和社会双重目标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事实上，
经济可行性是生态成功的先决条件：那些未能为参
与农户带来实质性收益的项目，面临参与度低、不
合规或早期退出风险，最终会损害其环境目标。因
此，本文关注经济成果，并非范围狭窄，而是作为
一种理解持久修复条件的视角。

03 1. 简介

1999年，政府启动了“退耕还林还草”（GforG）计
划，该计划亦被称为“还林还草工程”（RFFP）、
“耕地改林工程”（CCFP）或“坡耕地改造工程”
（SLCP）¹。该计划向小农户农民提供补偿，使其退
出坡耕地，并将其改造成森林或草地，以减少水土
流失、恢复退化生态系统和减轻洪水风险（Gutiérr
ez Rodríguez等，2016）。除自然林保护计划、三
北防护林工程等大型生态工程，以及较新的“山水
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之外，GforG代表了
世界上最大的生态修复付费方案之一，影响了中国
多个省份的数百万农村家庭。鉴于其长时间的跨度
、巨大的预算以及持续的计划设计完善，它为贫困
小农户的土地修复实施提供了重要证据。

在中国，坡地农业扩张，加上工业压力和人口增长
，导致了水土流失，这些问题变得

本综述考察了中国GforG项目的经验与成果，旨在提
炼经验教训，识别可推广的政策解决方案，为中国
及其他背景下的生态系统恢复工作提供参考。通过
整合关于项目实施、农户参与、生计影响和长期可
持续性的证据，本分析旨在为寻求平衡环境保护与
乡村发展优先事项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可行的见解。

20世纪90年代末尤为突出。1998年的特大洪水造成
大量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凸显了数十年森林砍伐
和不合理土地管理所带来的后果。这些灾难促使政
策重心大幅转向生态系统恢复和农村发展。

土地退化对农村生计构成重大威胁，尤其是在那些
高度依赖农业用地和其他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地域。水
土流失、森林砍伐以及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加
剧了生态系统对农村人口所承受的压力。在全球范
围内，像波恩挑战（Bonn Challenge）以及《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的相关框架等
倡议强调了大规模生态系统修复的必要性，以应对
环境挑战并支持可持续发展。这些国际承诺反映出
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退化会破坏生态完整性和人
类福祉。



 

	

	

 

2. 退耕还林还草计划

旨在解决三个问题：(i) 阐明森林权利，特别关注山区森林
区域划分、(ii)确定私有地块边界、以及 (iii) 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 (Delang and Yuan 2015)。

第三，作者们识别出16个旨在中国进行森林恢复的项目：

P1防护林体系建设计划—三北。1978–2050。

P2水土保持计划—国家。1983–2017。

P3防护林建设计划—五大区域。1987–2020。

P4综合农业发展计划。1988–2020

P5水土保持项目—长江。1989年 - 不确定。

P6 国家土地整治计划。1997–2020。

P7天然林保护计划。1998–2020。

P8退耕还林还草工程。1999–2020。

P9速生高产品种计划。2001-2015年

P10 森林生态系统补偿基金。2001–2016。

P11 沙化防治计划—北京/天津。2001–2022。

P12 野生动物保护与自然保护计划。2001–2050

P13 合作伙伴关系：防治土地退化。2003–2023。

P14 沙漠化治理计划。2008–2020。

P15 草原生态保护计划。2011–2020。

P16 土地质量提升计划。2015—2030。

图1. 1949年至2015年中国关键政治、社会经济和政策事件；人地灾害；以及主要可持续发展项目响应的时
间线（Bryan等，2018）3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元素转型的时期，经济快速增长，但环境压力也随之加
剧。政策环境逐步转向森林资源的恢复与保护，这一转变以一系列制度与法律里程碑为指导，例如：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和“三固定”政策²、1984年《森林法》、1985年《草原法》以及1989年《环境保护法》。后
续立法，包括1991年《水土保持法》和1994年税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了环境管理的法律与财政框架。

04 小农户环境下的生态系统修复：中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启示

然而，严重环境事件，包括1997年黄河干旱、1998年长江流域的毁灭性洪水以及2000年北京的风沙天气，凸
显了大规模生态干预的紧迫性，并直接催化了GforG（Delang and Wang, 2013）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土地修复的年投资额稳步增长，从1998年的35.2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406亿美元（分别约占GDP的0.34
%至0.37%）（Bryan et al. 2018）。



	

	

 

 
   

2.1 GforG 项目设计与实现

GforG的基本原则是向农民支付费用，使其停止在已
注册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补偿结构在项目实施期
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包含几个组成部分（见表1）
。在初始阶段，农民获得实物形式的年度补贴（如
粮食），旨在弥补退耕土地造成的粮食生产损失，
同时还会获得一笔单独的年度现金补贴用于生活开
支。自2004年起，粮食补贴被按固定兑换率支付的
现金补贴所取代（Bennett等，2014；Jin & Yabuta
，2024）。农民还获得了一次性的苗木补贴，以支
持植被的建立。该项目区分了两种树冠类别：生态
林，主要种植以提供环境服务（如水土保持和涵养
水源）；经济林，种植以获取商业回报（如水果生
产）。补贴率按地区区分，较高的支付额反映了较
高的农业生产力，因此在这些地区土地恢复的机会
成本也更大（Bennett，2008；Jin & Yabuta，2024
）。

GforG项目成立于1999年，于2002年至2003年间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该计划先在四川、甘肃和陕西三个
省份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扩展到中国大部分地区（D
elang和Yuan，2015）。到2020年第二轮实施结束时
，该计划已将约1400万公顷专门退出的耕地转变为
林地或草地，包括非耕地地区的恢复，总面积达到
约3433万公顷，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土地生态系统
恢复计划之一（NFGA 2020）。该计划主要针对生态
敏感地区的坡耕地和退化耕地，尤其关注长江和黄
河流域的上游地区以及黄土高原，这些地区以严重
的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为特征（Bennett，2008；De
lang和王，2013；Lu，2023）。到2020年，该计划
已在25个省份的2435个县实施，影响410万户农户，
1580万农民，中央政府的累计投资超过776.2亿美元
（5353亿元人民币）（Li & Liu，2022）。

4 尽管 GforG 常常以恢复的说法被描述，但其实施——主要通过植树造林（这种做法往往导致群落结构简单的林分）
——并未达到“生态恢复”的更严格定义，该定义要求生态系统恢复到原生参照状态（Gann 等人，2019；Hua 等人，2
016；Hua 等人，2018）。因此，在本文件中，它被称为生态系统恢复或森林恢复。  
5 为保持一致性和便于参考，所有人民币（元）值均使用 2020 年平均汇率 1 美元兑换 6.9 人民币进行转换为美元。

临时性的粮食盈余为生态脆弱的农业用地提供了休
耕的机会，而中国边缘土地集中了贫困和生态退化
问题，这为使用补偿支付来减少农村贫困提供了合
理性（Delang and Yuan, 2015; Cao et al., 2009
）。因此，GforG项目的目标有两个：一方面旨在将
退化的耕地（通常位于坡地上）转变为森林或草地
；另一方面也旨在减少农村贫困（Bennett 2008, L
u and Yin, 2020）。由于该项目重点关注边缘农业
用地，因此其主要目标是小农户（Gutierrez Rodri
guez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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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orG项目与中国其他主要生态系统恢复计划并行实
施（图1）。三北防护林工程（TNSP）包含农业林学
成分，旨在通过在中国北部建立防护林带来防治荒
漠化。三江草原恢复（TRGR）项目则专注于恢复长
江、黄河和澜沧江源区的退化草原。这些项目共同
代表了一个涵盖多种生态系统和环境挑战的全国性
生态系统恢复综合战略（曹等，2020；翟等，2023
）。



1999–2001 : 

(2,250 kg/ha)

: 

(1,500 kg/ha)

mu/year

(USD 108.75/ha)

Grassland: 

2002–2006:

2007–2014:

(reduced)

: 

(USD 456.75/ha/year)
 

(USD 304.5/ha/year)

 

2014–2020  

: 

: 

Forestland: 

Grassland: 

Notes: 

1.  1 mu = 1/15 hectares. 

 

 

 4. 未达存活率标准可能导致付款被延迟。

在第二阶段，差别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费率。

表1. GforG政策补贴结构演变概述

阶段 句号 年度薪酬支付 一次性付款
补贴期限

按封面类型

试点阶段 生态林

八年

以谷物支付 - 南部

150公斤/亩/年

育苗费：

人民币50元/亩

经济林

五年以谷物支付 - 北方

每公顷每年100公斤

两年

年度生活费 20元人民币/

（每公顷43.5美元）

第一阶段

全额补贴

南

人民币210元/亩/年

育苗费：

人民币50元/亩

（每公顷750元人民币）

延长2-8年

初始之外

时期

延期补贴 北 140元/亩/年 持续时间因...而异

森林类型和

区域

2007年价格下调了50% 南

人民币105元/亩/年

北面，每年每亩70元。

年度生活费 人民币20元/亩

（每公顷300元人民币）始终保留

第二阶段 统一全国现金利率

五年

幼苗和重新

包含场地费

首期付款林地

每年每亩300人民币

（每公顷每年652美元） 三年

比第一个短

圆的；圆形的

草原

每年每亩人民币200元

（每公顷每年435美元）

区域差异已消除。

省级政府获授权

补充

3. “南”指长江流域和南部地区；“北”指黄河流域和北部地区。这一区域

2.在试点阶段，补贴以实物粮食的形式发放。自2004年起，粮食补贴被改为现金支付，按每公斤粮食1.4人民币的固
定兑换率进行，其货币等值由试点阶段确定的区域粮食数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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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Bennett (2008)； Delang和Yuan (2015)；Li等人 (2021)；Yibin等人 (2024)；Delang (2019)；Zhang和Paudel (2019)
；Ren和Li (2018)；Jin和Yabuta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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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取代了原国家林业局（Jin and Yabuta, 2024）。

1990年，约60%的就业人口，到2020年下降至约25%
，而同期服务业就业人口则从不到20%增长至近50%
。工业就业也有所增长，尽管幅度较小（参见图2，
各行业）。这种结构性转变创造了更多非农就业机
会，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家庭在土地使用和项目参
与方面决策的经济背景。

每个乡镇设定目标；乡镇再为每个村庄设定目标。
这种逐级分解的目标体系意味着实施责任高度下放
，地方政府承担了招生、监督和合规性核实的首要
责任，这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国家土地管理项目形成
对比，例如由联邦机构直接管理的美国保护储备项
目（Bennett，2008）。地方政府在绩效问责体系的
激励下努力完成目标，该体系规定绩效不佳可能导
致资金被扣发，并对中国共产党干部考核体系中的
官员造成负面职业后果（Bryan等，2018）。

该项目的规划设计在树种选择方面经历了演变。在
第一阶段，政府要求至少80%的改造土地种植“生态
林”（不提供年度收入的树木），仅允许最多20%种
植“经济林”（产生可持续收入的树木，如果树）
。农民只能从政府批准的树种中进行选择。实际上
，农民的选择有限，因为政府批准树种的幼苗有时
在当地林业部门无法获得（Delang，2019）。在201
4年开始的第二阶段项目中，树种选择限制被取消，
赋予农民完全自主权选择适合其条件的树种，政府
则扮演咨询角色（Delang，2019）。

确定合格土地的过程是根据坡度梯度以及其他地球
物理特征来定义的。在实践中，并符合中国的治理
体系，国家林业局6为每个省份设定土地转换目标；
各省份为每个县设定目标；各县设定

农场层面的补偿以树木成活为前提，其中现金和粮
食补偿的50%将预先发放，若一年后树木成活率超过
70-85%，则发放剩余部分。这种条件性有时会导致
树木密度过高，因为农民为了确保达到成活标准而
进行密植（Bennett等，2011）。实际上，成活率标
准有时并未得到执行：地方官员鉴于该计划兼具生
态恢复和扶贫双重目标，不愿扣留补贴，而合规性
监督又成本高昂，尤其是在实施初期（Bennett，20
08）。

GforG项目的实施与中国经济和人口分布经历的剧烈
结构性转型期相吻合，并受到了其影响。在1990年
至2020年项目结束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显著增长
，实际GDP从大约1万亿美元增长到超过15万亿美元
（2015年不变美元，见图2，虚线）。这种增长伴随
着就业机会的根本性转变。农业就业，其占比大约
为...

2.2 持续的经济和人口变化支持了GforG的实施

一项重要的实施挑战涉及土地分类。中国的《基本
农田保护条例》要求保护优质耕地，这些耕地不得
转为其他用途。在实践中，一些符合转用条件的坡
度较陡的土地被分类为“基本农田”，而一些有生
产力的平坦土地却被分类为“非基本农田”，这可
能导致后续被开发商收购。这种错误分类给将合适
土地纳入项目带来了挑战（Delang，2019）。为应
对这一挑战，一些省份采取了在正式重新分类批准
前将符合条件的“基本农田”进行转用的策略，这
加速了贵州等省份的实施进程（Delang，2019）。
农民的参与设计为自愿进行，这可能导致在实现行
政目标方面存在挑战（Delang和王，2013）。在实
践中，早期的调查记录显示，一些农户在是否以及
如何参与方面缺乏有效选择，而地方官员则优先考
虑目标达成（Bennett，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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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部门实际GDP（按2015年美元计价，滞后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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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强大的治理能力确保了项目在多样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有效实施，而持续的财政承诺则保障了补偿支付
多年保持可靠。经济活力、非农就业机会的拓展、农村人口密度的下降、强大的制度能力以及充裕的资金资
源相结合，创造了促进大规模参与和合规的条件。这些环境因素使GforG项目区别于在治理能力较弱、资源
有限或劳动力市场活力不足的环境下实施的保护项目（Bennett, 2008; Bryan等, 2018; Yibin等, 2024）
。认识这些有利条件对于识别GforG模式中哪些要素可迁移至其他环境至关重要。

随着经济转型，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内部流动和农村人口流失。在2005年至2020年间，中国大部分农村
地区的人口密度下降，尤其是在GforG项目实施最为密集的山区。这种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模式减少了参与社
区的人力资源，并可能对边际土地持续农业生产的可行性以及农户参与土地保护项目的意愿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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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多层次治理与明确的责任主体

县级政府负责实施政策、制定年度实施方案、承包
农户、组织与监督土地修复和种植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以及管理补贴发放。县级政府协调林业、农业
、水利和交通运输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耕
地和森林的修复与管理；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3.支持GforG实施的经济、社会和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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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干预措施和质量保证机制。对于每一项，我们
都考虑了中国的具体实施特点以及可能适用于其他
环境的基本原则。

GforG通过一个四级治理结构运作，包括中央、省、
县和家庭层级，每个层级被分配了特定的角色和职
责（Zuo等人，2003）。在中央层面，政策设计、财
政转移支付分配和总体监督通过在国务院第367号令
下建立的协调跨部门机制进行管理，该机制中，林
业行政管理部门（现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规
划和实施，发展规划部门（现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或NDRC）审查和平衡年度计划，财政部门
（现称为财政部，或MOF）管理中央补贴，国务院西
部发展局负责跨部门的综合协调。

在该项目的个体承包制度下，农户作为主要实施单
元，直接将生态系统恢复成果与土地管理权及补贴
资格挂钩。该计划正式保护自愿参与，禁止强迫农
民承包（国务院，2002年）。然而在实践中，早期
实施主要自上而下，仅有约一半受访农户报告在是
否以及在哪里参与方面有真正的选择权（徐等，201
0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村级集体行动——包括统
一土地利用规划、集体植树以及与林业行政部门协
调沟通——逐渐成为个体承包的关键补充，显著提
高了参与农户的收入增长，并减少了参与者的收入
不平等，特别是在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吴等，202
6年）。通过用村级协调替代个体信息获取，集体组
织也降低了信息较少的农户参与门槛（吴等，2026
年）。最新一轮的GforG采用“结果付费”系统，允
许农民选择树种、密度和管理方法。来自多个省份
的调查证据表明，自愿参与率远高于初期阶段，这
一转变归因于

“省直管县”体制将四项具体职责下放给省级政府
：落实国家规定的退耕还林还草地区和植被成活率
目标；将国家年度配额分解为县级任务并认证其完
成情况；拨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并负责全额、
按时到位；以及签署责任状，明确对不合规行为进
行处分的官员（国务院，2002年）。

GforG的规模及其在实现土地恢复和促进生计转型方
面的成功，源于四个关键要素的结合：多级治理和
问责制、适应性项目设计、互补性

提供种子和苗木质量的技术指导，并监督草原恢复
工作；水利行政部门负责提供排水管理及水土保持
方面的技术指导；而负责财政的部门则处理财务管
理事务。县级合规性通过逐级下达责任状正式加以
激励，补贴发放以检查和验收结果为条件，且官员
若不合规将受到处罚（国务院，2002年）。



 

 3.2 自适应程序设计

中国的强大国家能力使得问责机制得以执行，并实
现了跨多个机构的协调。财政资源充足，足以履行
长期支付承诺。省级政府拥有实施目标的行政权力
和技术能力。在国家能力较弱、资源有限或等级治
理传统较弱的背景下，建立类似的结构将需要在事
前进行能力建设工作，尽管中国的经验表明，在地
方层面量身定制和简化的项目实施本身可以成为制
度能力提升的驱动力，而不仅仅是其受益者（世界
银行，2021）。关键的转移性原则或许并非特定的
四级结构，而更多在于确保责任明确分配、实施机
构获得充足资金，以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资金转
移的直接支付机制。

这一治理结构在多个方面具有促进作用。各层级责
任明确划分，减少了多层级项目中常见的协调失败
和相互推诿现象。“省以下四级”问责机制为省级
政府达成目标创造了强大动力，并通过财政转移支
付为其提供了所需资源。通过银行账户直接向农民
支付款项，减少了存在多重中间环节的体系中的资
金挪用和腐败风险。条件性批准机制提供了合法性
并减少了阻力，尽管调查证据表明，相当一部分参
与农户并未感到自己在是否参与方面拥有自主选择
权（Bennett，2008）。

调整项目设计的能力在多个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首
先，它降低了继续采用无效方法的风险（这些方法
通常源于官僚僵化和路径依赖）。这种适应性，虽
然

第三，即使在带来显著财政成本的情况下，政府愿
意延长付款期限，这体现了其对恢复工作的承诺。随
着第一批付款在2007年左右开始到期，证据表明许
多参与家庭缺乏可行的替代收入来源，并面临将土
地重新转为农业的压力。

其次，适应性方法为政策学习创造了空间。这种学
习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评估项目影响的学术研究、
显示实施挑战的政府监测数据、揭示实施困难的农
民反馈，以及各省对不同方法的实验，这些方法可
以更广泛地采用（Lu and Yin, 2020; Zhang and P
aude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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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实施和动态调整策略使GforG政策能够有效应
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情况，从而在保持其灵活性和
适应性的同时，减轻政策的僵化和延误。补偿框架
随时间发生了显著变化（见表1），从统一方法转变
为更具差异化的方法。

在目标地块选择方面，县级数据分析表明，在项目
早期阶段，一些地方偏离了国家目标指导方针，县
政府（在更广泛的省级目标范围内制定年度实施计
划）倾向于选择坡度低于资格标准的地块进行 enro
llment（Li 等人，2025）。这反映了县级层面努力
降低实施成本、减少监测难度并实现高 enrollment
率的努力（Li 等人，2025）。在项目后期阶段，各
县采用了更严格的标准，优先考虑边际土地和贫困
地区，但实施仍需在中央设定的目标与地方实际情
况之间取得平衡（Xie 等人，2016；Delang，2019
）。

与中国制度能力相关的背景因素促成了这种结构的
有效性。

不完善且有时缓慢，使得该计划得以演变而非僵化
。关键在于，这种适应是在许多地区同时发生，而
非仅仅随时间顺序发生，地方各级政府并行地解读
和调整中央制定的指导方针（世界银行，2021）。
中国的“框架方法”，在提供资金和宽泛参数的同
时，赋予省和县调整实施的空间，这本身也是可扩
展性的关键驱动因素，使其能够在高度多样化的环
境中快速推广，而无需中央规定每一项运营细节（
世界银行，2021）。

减少对土地的依赖、改善农村社会保障以及承包过
程中的农民更大自主权（谢等，2016）。研究表明
，允许农民在土地选择上拥有自主权可以提高政策
成本效益和减贫成果（任和李，2017）。



 

	

	

	

3.3 互补政策，包括生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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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orG项目在一系列旨在同时应对多重可持续发展挑
战的互补性政策组合中运行。这种综合方法认识到
，如果不解决土地退化的系统性社会经济驱动因素
并为参与农户提供可行的替代生计途径，仅靠土地
修复不足以实现项目目标。

自上而下，地方政府执行中央设定的目标，农民在
地块选择或树种选择上几乎没有实际自主权（Benne
tt，2008； Uchida等人，2009；Chen等人，2015）
。后期阶段转向自愿申请，地方政府扮演更侧重咨
询的角色，农民在项目要求范围内获得更大自主权
进行地块和树种选择，同时得到村委员会和林业合
作社的支持，这些组织帮助协调生态目标与家庭生
计需求（Zhang和Paudel，2019）。

第四，项目实施逐步赋予了农民更大的自主权。虽
然从一开始参与是自愿的，但早期实施主要是

在森林产权制度改革下，也称为“三固定”（在第2
节中介绍），该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旨
在稳定森林产权，划定责任山（在承包责任制下分
配给农户管理的地块）和自留山（农户完全拥有的
地块），并建立责任制。通过明确使用权和所有权
，中国旨在通过森林用地制度改革，加强对林地管
理的长期投资激励（Delang and Yuan, 2015）。中
国的集体林制度在历史上造成了产权模糊，这阻碍
了土地投资（Ben- nett et al., 2011）。21世纪
初开始的改革明确了集体林地上的农户使用权，延
长了承包期，并加强了林产品权利（Yi et al., 20
14）。证据表明，改善产权安全提供了投资激励，
改革后森林投资随之增加（Yi et al., 2014）。未
来，系统地解决现有的采伐和租赁限制将提高农民
优化土地配置决策的能力，并提高他们的收入（Ben
nett et al., 2011; Grosjean and Kontoleon, 20
09）。

文化（陈等人，2009年；谢等人，2014年）。政府
决定将补贴延长一个周期，并将原标准减半，这既
体现了对丧失生态收益的担忧，也承认该计划并未
完全实现其生计转型目标；然而，由于通货膨胀（
德尔朗，2019年），关于此次延期是否改善了农民
经济状况的证据并不一致。

� 技能培�与���展：2008年至2013年，共1
2. 08万农民接受了技能培训，旨在提升其非农就
业能力，以及果树的高产栽培与管理技术。此外
，还建立了9213万亩（610万公顷）林业相关生
产基地，如农林业和林下经济，以增强人工林的
经济效益。Ren & Li (2017)基于陕西省吴起县
的农民调查发现，参与新一轮项目的农民比未参
与者选择复垦土地的可能性低25%，其计划复垦
程度降低了36%。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户也表现出
更高的意愿来维护已转换的土地（Zhang, 2020
）。

在更适宜的地区进行基本农田建设，以抵补Gfor
G政策下退耕还林还草的耕地，从而减轻粮食安
全压力。

沼气消化器和太阳能灶具，以减少木材消耗，从
而支持生态系统恢复。

2008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一笔补充整合基金，价值9
58. 65亿元人民币，用于资助以下三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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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技术援助、监测与评估

支持GforG实施的经济、社会和制度因素

公共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育苗、种植和土地管理全过程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務支持，帮助提高苗木成活
率。该技术推广体系通过三级培训框架降低苗木失败率：县对乡镇进行培训，乡镇对村进行培训，村对农户
进行培训。自2020年以来，中央政府补贴已包括对树木抚育、管理和照护的支持，每公顷年补贴15.23美元
（105元人民币）（NFGA，2022）。

技术支持机制和公共农业推广体系在恢复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NFGA根据
当地情况制定了技术规范，以指导树种选择和植树实践。实施重点在于苗木的质量和适宜性。例如，在黄土
高原，由于生态适宜性，选择了耐旱和耐贫瘠的树种，如沙棘和柠条（Zhao et al., 2002）。

2002年法规建立的三级检查体系用于确保项目合规性：县级自查、省级审核和国家核查，补贴发放以核实符
合修复和维护标准为条件（国务院，2002；张，2007）。持续的森林抚育和保护仍然是一个持续性的挑战，
在一些地区，病虫害和鼠类损害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种植区域，并且没有建立明确的机制来维持补贴到期后的
维护激励（张，2007）。自2008年开始，年度绩效检查——评估各县是否达到修复面积目标、实现所需的树
木成活率以及保护已转换土地免于逆转为耕地——对不符合规定的县减少了10%的拨款，并辅以一个全国性
监测计划，该计划利用遥感技术和地面采样，覆盖100个县（刘等，2011）。这种有条件的支付结构使继续
进行森林维护的可能性增加了约30%（谢等，2014）。然而，成活率主要作为补贴发放的合规性指标，而不
是衡量修复质量或生态系统功能的综合指标；这反映了在国家层面在技术严谨性和行政可行性之间做出的有
意权衡。



 

一、关于经济成果的关键发现

对于许多参与者而言，补偿金相对于其放弃的农业收入来说数额不高，而植树造林带来的直接收入效应
也有限。该项目最显著的经济贡献是间接实现的，通过加速家庭劳动力向非农就业的转移。在十二年间
，GforG地区的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下降了44个百分点，而非农劳动收入则有所上升，其中增
幅最大的是低收入家庭。这些效应的显现需要时间，并且在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以及土地稀缺的家庭
中更为明显。分配效应总体上是积极的，参与省份的基尼系数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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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家庭可能面临低参与率、不合规或提前退出等
风险，从而削弱其环境目标。因此，理解经济维度
并非与理解生态结果相分离；它是解释项目何时成
功及其原因的核心。这种综合分析旨在达成三个目
的。首先，它记录了在不同背景和实施期间观察到
的项目效果范围（包括预期和非预期效果）。其次
，它识别了哪些设计特征和背景条件与更积极的结
果相关。第三，它展示了现有证据基础的局限性。
主要发现总结于框1。

4.土地修复对农村经济成果的影响

关于GforG项目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文献丰富，包括
多篇综合性综述（Yin等，2010； Liu等，2010；Che
n等，2015；Gutierrez Rodriguez等，2016；Bryan
等，2018；Lu和Yin，2020）。本节总结项目成果的
实证证据，整合了关于收入效应、就业转型、迁移
模式和不同人口群体中的分配影响的研究发现。由
于GforG项目主要基于自愿原则运作，农民参与及其
可持续性的经济条件构成了项目目标实现的关键支
撑因素。一个未能为参与者带来实质性经济利益的
项目



 4.1 直接收入效应

区域收入效应反映了农业生产力与生态环境的潜在地理异质性。对中国黄土高原314个县的分析发现，东南
部的河谷平原和黄土丘陵地区粮食减产最为严重，这些地区产量较高，但生态补偿不足以抵消减产（王等，
2024）。在黄土高原沟壑和黄土丘陵沟壑地区，由于坡度陡峭、土壤贫瘠导致生产力较低，减产量较小，且
县级生态效益的增加超过了减产的影响（王等，2024）。由于这些是综合指数指标而非家庭收入，因此比较
描述的是社会生态权衡的总体情况，而非个体参与者获得的补偿。这种空间格局表明，项目参与的经济机会
成本因景观类型而异，这对项目瞄准效率和分配公平性都有影响。

恢复土地带来的收入在早期阶段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微不足道。在早期实施期，大约有70%的农户未能从其
参与的土地中获得此类收入（Delang，2019）。早期阶段要求至少80%的树木为生态树种，这限制了修剪和
采伐带来的收入机会，而中国的采伐配额制度严重限制了农民采伐树木的能力（Delang，2019）。能够通过
水果销售提供年度收入的经经济树木，往往未能产生预期回报，部分原因是同一地块上只有20%的树木被视
为“经济树木”。在早期阶段，农民往往缺乏足够的树木培育培训，导致水果质量低下。当生产出可上市的
水果时，农民往往缺乏市场渠道或买家。在某些情况下，已转换的地块地理位置偏远；而收获水果所需的努
力可能超过了收入（Delang，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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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orG项目中的补偿支付相对于许多参与者放弃的农业收入来说一直较为微薄。一项对66项研究的元分析发
现，虽然该项目的总收入效应在考虑补贴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对排除补贴的总收入影响并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且对农场收入的影响也微不足道甚至可能为负（Lu, Kong & Xu, 2025）。早期阶段的证据说明
了原因：在甘肃省，大约50%的参与者、四川省30%的参与者和陕西省7%的参与者的补偿标准低于1999年所参
与地块的净收入（Bennett, 2008）。除了标准不足之外，由于资金挪用和管理不善，实际补贴发放常常未
能达到规定金额，一些调查发现近半数参与家庭仅收到了部分补偿（Bennett, 2008）。

尽管补偿性支付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加，但其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仍然很小。在陕西省紫阳县，第一阶
段补偿性支付占家庭总收入的10%，在第二阶段降至不到5%（Delang，2019）。补偿性支付重要性下降是由
于非农收入增长以及食品价格和工资的通货膨胀（Delang，2019）。



 

 

   

4.2 间接收入效应

该项目并未显著鼓励当地创业。补偿期结束后，缺
乏此类创业是否会导致土地清理，或者迁移影响是
否足够大以至于使农户永久脱离农业，这一点尚不
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Giefer & An, 2022）。

项目参与与寻求非农就业的增加相关，这带来的收
入高于农业收入（Uchida 等人，2009）。随着时间
的推移，项目参与增加了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同时
减少了农业工作的参与度（Giefer & An，2022）。
一项从1999年到2008年在陕西和四川进行的长时段
研究记录了家庭收入的增长达250%，这得益于非农
就业（Yin 等人，2014）。这种效应的幅度随着项
目中登记的土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Li 等人，2015
）。随着时间推移，收入效应因家庭适应新的生计
策略和市场条件改善而增强（Liu 等人，2014）。
随着土地转换规模的扩大，剩余的耕地往往不足以
满足家庭的粮食需求，使得农村家庭转向非农就业
，包括迁移以寻求此类机会。虽然鉴于其自愿性质
，项目中的自我选择是一个合理的担忧，但使用匹
配比较组的实证检验并未发现参与和非参与家庭在
系统性的、能够独立于项目解释这种模式的方面存
在差异（Li 等人，2021）。对林业劳动投入和非农
就业的积极效应在后期实施年份变得更加明显（Li 
等人，2021）。

补偿支付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是逐步显现的。理论
上，补偿可以通过提供充足的收入替代来减少外迁
的动机。然而，如果支付金额不高，它们反而可能
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来鼓励迁移，尤其对于教育程
度、技能和市场准入有限的家庭而言（Démurger & 
Wan, 2012；Uchida et al., 2009）。实证研究结
果反映了这种模糊性：早期评估发现没有显著的迁
移效应（Uchida et al., 2007），而更长的时间序
列数据则揭示了积极影响，表明该计划需要持续实
施才能显现其迁移效应（Démurger & Wan,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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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对家庭福祉和环境影响都具有重大意义。项目
参与增加了接收移民汇款的概率，在收款家庭周围
观察到显著的森林覆盖率恢复——通过卫星图像测
量的森林覆盖率和增强型植被指数均有体现（Zhang
et al., 2024）。大约12%的森林再生可归因于汇款
。相反，没有汇款的移民在支持森林恢复方面效果
较差：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双重损失使留守家庭
成员更加依赖森林资源，导致非收款家庭周围的植
被退化（Zhang et al., 2024）。汇款是中国农村
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乘数效应促进了地
方经济活动（Giefer & An, 2022; Delang, 2018）
。

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工作的收入效应需要时间才能显
现。早期评估发现，该计划对非农工作或移民没有
产生显著影响（Uchida等人，2007年）。后来的研究
基于更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揭示了积极效应，且对年
轻和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Uchida等
人，2009年）。在一个涉及三个省份的12年调查中，
参与农户从农业工作转向非农工作的现象十分明显：
农业收入占比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汇款收入占比上
升了10个百分点，外迁人数占比增加了44个百分点，
且这一转变在低收入群体中最为显著（Moioli等人，
2023年）；这项研究调查了江西、陕西和四川的32个
县共880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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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家庭的收入高于汉族家庭。

4.3 分布效应

地理和资源禀赋因素也调节了项目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农业生产力的区域异质性意味着参与的经济机会成
本在不同景观类型中差异很大（Wang et al., 2024）。此外，该项目在长江流域对家庭收入（直接或间接
）没有显著影响，但在黄河流域产生了积极影响（Li et al., 2021）。耕地禀赋较小的农户在参与项目后
，外出务工投入显著增加，而中大型耕地农户则没有这种效应，这与土地稀缺的农户在耕地退出时面临更强
的离农劳动力再配置激励的解释一致（Li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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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模式为其他情境下的项目设计提供了若干启示。在招生期间针对少数民族群体开展精准推广，可能有助
于提高项目参与率和影响力（Démurger & Wan, 2012）。技能培训、经济援助或交通支持或许能帮助将非农
就业转型扩展至年长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成员（Giefer & An, 2022）。考虑到照料责任会限制女性的
非农就业和迁移选择，提供配套支持（如托儿服务或本地非迁移性非农培训）可能更有公平地让女性受益，
从而扩大其生计改善（Démurger & Wan, 2022；Giefer & An, 2022）。生计包或许能根据土地拥有规模进
行更有效的定制，因为土地资源丰富的家庭与土地稀缺的家庭为实现可比转型所需的扶持形式有所不同（Li
et al., 2021）。

年龄和教育程度塑造了家庭对项目的反应。在宁夏，年轻群体表现出最强的迁移反应，这与人力资本理论一
致：参与使15-29岁人群的迁移倾向增加了12.9个百分点，但对年长群体的影响变得不显著（Démurger & Wa
n, 2012）。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成员更有可能成功转型为非农就业，而最有可能继续务农的承包地通常
属于成员较少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Giefer & An, 2022）。

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在实施七年后，中国西部的参与家庭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未参与
家庭（Li等人，2011年），该项目的贡献于不平等的程度随时间推移和地域不同而变化（Liu等人，2014年
）。对三个省份的880户家庭的分析发现，在实施12年的过程中，基尼系数下降了23%，其中最大的降幅出现
在陕西省（27%）和四川省（22%）（Moioli等人，2023年）。平等和公平都得到了改善：低收入家庭经历了
更大比例的收入增长（最低五分位数的增长为515%，最高五分位数的增长为16%），并且经济结构发生了更
大的变化（Moioli等人，2023年）。汇款在实施前后都是减少不平等的主要驱动力（Moioli等人，2023年）
。

效果因民族和性别而异。在宁夏，该计划对移民倾向（以及随之而来的收入变化）的影响对少数民族更强，
尽管少数民族家庭的参与率较低（56% versus 67%）（Démurger & Wan, 2012）。少数民族家庭也经历了较
低的树木成活率（Bennett et al., 2014）。该计划加剧了移民中的性别差距，男性的移民倾向增加了13.5
个百分点，而女性的影响较小（Démurger & Wa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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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orG的实践经验指向了五个在中国语境之外也具有相关性的原则：

第二箱：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可转移经验

5.对土地恢复项目的启示，特别是对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而言

可转移的经验教训在于以下关键原则：持续的政府承诺、充足的财政能力、清晰的责任追究机制、空间差异
化的目标定位、对生计转型的全面支持、以监测和评估为基础的适应性管理，以及对分配结果的明确关注。
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成功实施土地修复，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诚实评估。框2总结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的主要启示。表2将这些可转移的原则与中国特定的条件进行了区分。

1.一开始就要明确支付款项是作为过渡性桥梁还是对收入损失的补偿，并采用低成本目标瞄准标准，
如坡度或土地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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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则并非复制模式，而是设计和实施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小农户土地休耕计划所必需的条件。在
GforG项目实施期间，中国的强大政府能力、持续财政承诺和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市场是当时的有利条件
。



支付目的的明确性至关重要。土地恢复项目中一个
关键但常被忽视的问题是：支付款项的目的是作为
转向新的生产性土地利用的桥梁，还是作为永久性
土地休耕的不定期补偿。这两种模式具有根本不同
的财政和政策影响。在“桥梁”模式下，支付款项
是投资，帮助农户转向替代生计，如非农就业、农
林业或多元化收入来源，此后随着农户实现自给自
足，支付款项原则上可以减少。这是最能描述GforG
项目最成功成果的模式，其中项目支付缓解了流动
性约束，并促进了劳动力向非农工作的重新配置（U
chida等，2009年；Lu、Kong和Xu，2025年）。相比
之下，如果土地因永久性生态林种植而无替代性收
入途径而休耕，支付款项则更多地作为放弃农业收
入的不定期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支付款项停
止而农户尚未获得替代生计，再转化风险很高（Che
n等，2009年；Bryan等，2018年）。

需要财政能力来实施土地修复，并且应与项目模式
相匹配。若采用过渡性方法，财政规划应考虑到农
户建立可持续替代生计所需的时间，而中国经验表
明，这可能比最初项目设计所预期的要长。在初始
阶段后支付额减少50%对家庭收入和农业外劳动力转
移产生了可衡量的负面影响，只有在预先存在的培
训和更强的土地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会恢复（L
i et al., 2021; Howell, 2023）。这表明支付额
的减少应分阶段逐步实施，并取决于成功实现生计
转型的证据，而不是固定设定。

支持非农活动的培训对于提高家庭收入和转型农村
经济至关重要。GforG项目的后期阶段包含了此类技
能培训，这促成了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土地修复
计划的最大影响往往来自于刺激家庭转向非农工作
。在这方面，将修复计划与提升人力资本能力的技
能培训相结合，将有助于家庭寻求非农机会并改善
其经济状况，特别是在农业集约化或多样化单独不
足以抵消土地休耕机会成本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承
认，成功的土地利用转型可能需要在直接支付之外
，同时投资于人力资本，特别是当项目参与需要家
庭经济策略转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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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突出优势在于中央政策方向与强有力的地
方问责机制的协调一致。中国的治理结构建立了一
个体系：中央政府设定高层目标和财政承诺，而省
和地方政府则根据区域情况制定计划、管理资金并
监督实施（Bryan 等人，2018）。这种问责体系为
省级政府实现目标创造了强大的激励。通过银行账
户直接向农民支付款项，减少了资金挪用和腐败风
险，这些风险存在于那些系统中。

根据既定项目时间表。若计划采用非确定支付模式
，则应在项目启动前确定可持续的财政机制。基础
流动性约束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农业外劳动力需求
的可用性；在此期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增长异常
强劲，可能限制可比收入效应对增长较慢的经济体
的可复制性。

允许边做边学和逐步适应对于土地恢复计划的成功
实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贫困环境中。GforG项目为
其他国家提供了一条重要且略显反直觉的经验：它
并非从一个经过精心控制的试点项目开始并在扩展
前加以完善，而是在多个省份以相当大的规模启动
，采用了刻意灵活的设计，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
过评估和研究来调整土地资格、支付金额和树种，
以适应不同地点的需求。这种“规模扩大但深度有
限”的方法与更常见的做法形成对比，即在特定地
方条件下试点和完善干预措施，然后再尝试扩大规
模。

这些经验建立在可信且持续的政府承诺基础之上。土
地修复需要可信的、长期的政府承诺来建立信任，
即农户的参与取决于此。补偿支付贯穿GforG项目的
多个阶段，使参与农户能够弥补农业生产收入损失
与替代来源收入增长之间的时期（Bennett, 2008; 
Jin & Yabuta, 2024）。可预测的、多年度补偿使
农户能够规划生计转型，而不是将项目参与视为短
期转移。同样重要的是项目延期的信号：当中国政
府在2007年续发补偿，并在2014年启动第二阶段时
再次续发补偿，这表明了对项目长期目标的承诺，
从而维持了农民参与和生态成果。



ments)

replicate.

表2. 可转移原则与中国特有赋能条件

可转移原则 中国特定使能条件

桥梁建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实施期间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

这种劳动力市场状况可能不适用于增长较慢的经济体。

明确项目意图

（桥梁式支付与无固定期限支付）

匹配财政承诺

过渡时间表

持续的中央财政能力使得项目在2007年和2014年得以更新，即便在

巨大的成本，发出一种信誉信号，表明财政紧张的政府并不能轻易地

投资人力资本。

侧面土地退休

国家在设计和大规模跨地域提供项目方面的制度能力更广泛

“ ties 是一个普遍的使能条件，而非性能培训交付的特定条件。”

实施适应性管理

从一开始

中国的“框架方法”为各省在中央设定的基本框架内提供了自主权，并建立了

研究机构间的联系通过监测数据、农民反馈，促进了政策学习。

以及省级试验

对治理负责制进行对齐

享受财政优惠政策

中国的四级分层管理体系，具有具有约束力的责任书和制裁措施。

不合规是一种特定的官僚特征，在较弱的国家环境中不易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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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中介。村委和林业合作社促进了与林业部门沟
通，协调维护活动，并为技术知识有限的家庭提供
针对性支持，这对树木存活率和项目利益的公平获
取都产生了影响（Bennett等，2014；Wu、Yuan和Wa
ng，2026）。这种方法在早期阶段也产生了有据可
查的问题，包括技术支持不足、补贴发放不到位、
社区咨询有限，以及在一些地区早期种植了生态不
适宜的树种（Bennett，2008；Bryan等，2018）。
在实施能力更强的环境下运行的计划可能更有能力
管理

仍存在若干知识空白。一旦补偿支付停止，已退耕
还林的土地是否会重新转为农业用途尚不清楚，也
不清楚该计划所引发的移民和生计转型是否已足够
大，足以使农户永久摆脱农业依赖（Giefer & An, 
2022）。强化土地权利是否会刺激租赁市场并从而
降低重新转为农业的风险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Howell, 2023）。同样不清楚的是，技能培训投
资是否会在支付结束后降低重新回归农业的倾向（D
émurger & Wan, 2012）。

与那些地方制度能力受限的地区相比，规模与质量
之间的权衡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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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6. 结论

由此可得出两项主要结论。首先，补偿支付主要发挥了过渡性作用，缓解了流动性约束并促进了劳动力重新
配置，而非作为农业收入的永久替代。因此，恢复效果与农户退出低生产力农业、获取替代性生计的能力紧
密相关。其次，适应性治理比优化的初始设计更具影响。愿意早期扩大规模、容忍初始不完善，并迭代调整
目标、支付结构、物种规则和治理安排，是该项目持久性和有效性的关键。

中国的GforG项目至今为止开展的大规模小农户土地修复工作，提供了最全面的现实世界测试之一。其经验
表明，生态系统的大规模修复主要不是一个技术挑战，而是一个制度和经济挑战。该项目的环境效益得以持
续，是因为土地休耕被纳入了更广泛的结构转型过程中——这一过程的特点是非农就业扩大、配套的人力资
本投资以及可信的多年度财政承诺——而不是被视为一项独立的保护干预措施。

复制的基本原则。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GforG的实践表明，可复制性不在于复制项目参数，而在于评估是
否具备使能条件——国家能力、财政空间、劳动力市场活力以及跨政策领域的协调——这些条件是否存在。
在这些条件薄弱的地方，大规模恢复需要提前投资于机构和生计，而不仅仅是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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